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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
的關係辯析

冷鐵勛*

全國人大常委會張德江委員長在5月27日於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紀

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別指出，我國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是恢復行使包括管治權在內的完整主權，中央對香港

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在此基礎上，香港基本法規定了中央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管治權的方式，即規定了一部份權力由中央政權

機構直接行使，一部份權力由全國人大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

法的規定行使，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高度自治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

權，就是維護國家主權，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來源。張

德江委員長的這一段話，對於正確理解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

權與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之間的關係，澄清有關中央全面管

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之間關係的一些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有着非常

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國家事務管理權與地方事務管理權的關係

從權力的性質來說，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與特別行政

區的高度自治權，是國家事務管理權與地方事務管理權的關係。

一個國家對其所屬領域擁有主權，就意味着這個國家對其所屬領

域擁有全面管治權，包括對其所屬領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

事務具有全面管理的權限，這在國際法上都是公認的常理。從這個意

義上說，管治權是一種國家層面的權力，是一種國家事務管理權，是

國家對完全處於國家主權之下的領域進行管轄和治理的權力，它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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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主權國家對其所屬領域行使主權而產生的一種權力。在地球上，

國家林立，一個國家對某個地方之所以能行使管治權，正是以這個國

家對這個地方擁有主權為基礎的。主權和管治權的這種密切關係，使

得國家層面的管治權帶有明顯的主權的痕迹和烙印。正是在這個意義

上說，國家層面的管治權是一種主權性權力，既以主權的存在為前提

和基礎，又是主權得以彰顯和行使的方式。

作為主權性權力，管治權由國家擁有，而不能由作為國家組成

部份的地方享有。特別是在單一制國家，地方享有的只能是地方事

務管理權，不可能享有只有國家才擁有的主權性權力。國家擁有對

其所屬領域的管治權，通常是由中央國家機關尤其是中央政府代表

國家來行使的。中央國家機關特別是中央政府代表國家對其領域行

使管治權，實際上就是代表國家對其所屬領域行使主權，其主權性

特徵非常鮮明。

我國是單一制的國家，這决定了我國只有一個國家主權、一部憲

法，也决定了我國只有一個最高權力機關、一個中央政府，並决定了

國家對所屬領域具有全面管治權，可根據政治、經濟、民族、歷史等

因素，把所屬領土劃分為大小不同、層次不等的區域，並在此基礎上

建立相應的政權機關，進行有效管理。國家對所屬領域的這種全面管

治權，正是國家對所屬領域行使主權的體現。通常來說，國家對所屬

領域的全面管治權是由中央國家機關代表國家來行使的。

特別行政區是根據我國憲法規定，在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

土完整的前提下，設立的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實行特殊的政治、經

濟、文化、社會制度的行政區域。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特別行

政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份，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

域。鑒此，國家對特別行政區當然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國家對特別

行政區享有主權的應有之義，也是特別行政區置於國家完全主權之下

的題中之義。這種管治權體現的是國家事務管理權，通常由中央國家

機關代表國家來行使。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直接行使對特

別行政區管治權的權力主體包 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

國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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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實行“一國兩制”的方針，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的

行使有其特殊性，這集中體現為基本法規定了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使

管治權的方式，即規定了一部份權力由中央政權機構直接行使，一部

份權力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行使，

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高度自治權。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特別行政區經全

國人大授權依法享有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特別行政區獲授予的這些權力，構成了高度自治權的內容。對特

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依法具有監督的權力。中央對特別行政

區全面管治權行使的這種特殊性充分表明，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

來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是中央對地方的授權，其本質上是

一種地方事務管理權。作為地方事務管理權，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

權僅涉及特別行政區的地方性事務，而不能涉及主權性事務，例如，

不能涉及外交和國防等國家行為這些主權性事務。有關外交、國防等

國家行為這些主權性事務，屬中央直接行使的全面管治權範疇，而不

在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範疇。

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是一種地方事務管理權，歸根到底，仍

是由我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所决定的。在單一制國家結構下，包括特

別行政區在內的我國所有地方的權力都是中央依法授予的，而且各地

方獲授予的權力只是涉及該行政區域的地方性事務管理權，與該行政

區域有關的外交、國防等主權性事務管理權，一律由相應的中央國家

政權機構依法行使。較之其他行政區域獲授予的權力，特別行政區的

高度自治權雖有其特殊性，如有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貨

幣發行權等，但不管如何特殊，它仍屬地方性事務管理權，在這一

點，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與我國其他行政區域的權力並無不同，

都具有明顯的地方事務性特徵，都要受制於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而不

能對抗中央的全面管治權。

二、固有性權力與受權性權力的關係

從權力的來源來說，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與特別行政

區的高度自治權，是固有性權力與受權性權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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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權力的來源為標準，可將權力分為固有權與非固有權。“固

有”一詞，其意思是指本來就有的，或者指不是外來的。固有權，從

字面上直觀來理解，就是指某一主體本來就擁有的權力，而不是外部

主體給予的權力。只要某一主體存在，它就擁有某一項權力，這項權

力就是固有權。相反，如果某一主體所享有的某一項權力並不是其本

身所擁有的，而是外部主體給予的，那這種權力就不是固有權，而是

非固有權。對固有權和非固有權，曾有內地學者作過解釋或者定義，

認為固有權是指一國之內，不以任何其他政權的賦予為前提，最初即

由某一政權以某種方式取得並擁有和行使的權力；非固有權則是指在

一國之內，本來並不歸某一政權擁有和行使，或是雖由其行使但並不

歸其擁有，由於某種需要而由某一政權在一定條件下通過某種形式

（如分權、授權等）賦予該政權擁有並行使的權力。 1 不過，對固有

權作出上述解釋或定義的內地學者，對於某一政權以何種方式取得並

擁有和行使固有權，則沒有進一步的明確。

同樣以權力的來源為標準，也有內地學者認為可將權力劃分為本

源性權力和過程性權力。其中，本源性權力是指相對而言處於原始形

態的政治結合體從其自身的物質屬性和組織結構中產生的一種權力；

過程性權力則是指本源性權力的主體通過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機構體系

內配置的、由不同國家機關和官員掌握和運用的職權。按照上述學者

的觀點，本源性權力表現為一定政治關係主體固有的或直接從該主體

的物質屬性中衍生的權力，它不是從任何實在法中產生的，相反本源

性權力决定和派生出現行實在法，因此，本源性權力屬於政治權力而

非法律權力。例如，1789年後法國國民議會、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所行使的權力，都屬於本源性權力。在國家權力體系中，本源

性權力是最高的權力。在單一制國家，本源性權力是整個國家的，它

只能屬於事實上控制和代表這個國家的一個政治中心，即中央政權或

中央政府。從中央的角度看，中央與地方政權之間並不存在甚麼分權

1. 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辦公室編：《紀念澳門基本法實施10周年文集》，

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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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只有它向地方政權授權的問題。中央願意授予地方政權多少

權力，完全是單方面决定的事，無所謂權限之爭。2

從本源性權力表現為一定政治關係主體所固有的或者直接從該主

體的物質屬性中衍生出來的特性看，本源性權力實際上指的就是固有

權。本源性權力既然屬於政治權力，而非法律權力，那固有權同樣是

屬於政治權力，而非法律權力。這就意味着固有權的出現先於現行法

律，而且固有權决定和派生出現行實在法，而不是相反。固有權的這

種特點，在歷史上新興政治力量通過革命奪取政權，通過制憲和立法

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過程中表現得最清楚。在這種時候，制憲者或者

立法者行使權力沒有也不需要任何實在法根據。除前面所提及的1789
年法國國民議會、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外，美國獨立戰爭時

期的大陸會議、制憲會議行使權力、中國1912年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

臨時約法等也都是這樣。

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同時，對香港恢復行使全面管治

權。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是不是一種固有權呢？答案應該是

肯定的。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本身就是中國政府所擁有

的，它不需要也不可能由別的主體來賦予。中國政府基於對香港所擁

有的主權，自然就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中國政府對香港行使全

面管治權，實際上也就表明中國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中國政府對香

港行使主權，與中國政府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實際上就是一體兩

面。

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既然是一種固有權，是基於中國政府對香港享有主權並恢復行使主權

的必然產物，那如何理解《“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白皮書中所提到的“中央依法履行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的全面管治

權”的有關表述呢？或者我們換一個方式來表達問題，即中國政府對

香港恢復行使的全面管治權，是先於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產生呢，還是

後於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產生呢？

2. 童之偉：《國家結構形式論（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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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內地有的學者提出的本源性權力，實際上指的就是固

有權。按照上述內地學者的意見，本源性權力的出現先於現行法律，

它不是從任何實在法中產生的。但是，有關政治主體運用本源性權力

建立了新的國家，形成了新的法律秩序後，除一部份以政治權利的形

態存在於公民手中外，本源性權力應當融化在法律中，通過法律規範

來自我表現。本源性權力一旦通過法律規範獲得了表現，就轉化成了

過程性權力（即本源性權力的主體通過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機構體系內

配置的、由不同國家機關和官員掌握和運用的職權），其現實表現就

是國家機關的職權。在法治社會，本源性權力以其本來的面目直接顯

現出來並發揮作用是特殊的或例外的情况，即非常態，它以過程性權

力的形態出現並發揮政治法律功能才是常態。 3 

上述這種分析思維，對我們理解中央對香港恢復行使的全面管治

權有一定的啓發意義。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恢復行使對香港的全面管

治權，這種管治權作為一種本源性權力，在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成立

之時，就本應由中央政府享有並行使，因為我們不承認英國强加給中

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香港的主權歸屬中國這一客觀事實並不因英國

的佔領而有所改變，只是由於英國對香港的佔領而導致我們國家無法

對香港行使主權，因而也無法行使管治權。香港回歸後，中國政府對

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恢復的是主權的行使，而不是主權本身。同樣

的道理，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全面管治權時，恢復的並不是全面

管治權，而是全面管治權的行使。因此，在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產生之

前，中國政府就擁有對香港的主權，也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只

是因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使得中國政府無法對香港行使主權和

全面管治權。鑒此，從權力的最初來源看，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

治權，是與中國對香港的主權相伴相生的，而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

的領土這一客觀事實，使得中國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成為一種理所當

然的本源性權力，即固有權，並且先於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產生。不

是有 了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中國才擁有對香港的主權和全面管治權。

當然，即使中國擁有對香港的主權和全面管治權，在具體行使主權和

全面管治權特別是全面管治權時，仍要依法來進行，這是任何法治社

會的內在要求。因此，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就中國政府對

3. 童之偉：《國家結構形式論（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61-
2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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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實行的方針政策作出承諾後，仍需根據憲法來制

定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

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其中便

涉及了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而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

核心就是權力配置關係，即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哪些權力，香

港特別行政區被授予哪些權力，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的權力如

何進行監督。這樣看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白皮書提出，中央依法履行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的全面管治權，與

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作為固有權即本源性權力先於憲法和香港基

本法的產生，兩者之間並不矛盾。前者指的是全面管治權的行使要合

法化、法治化，要在法律上有依據；後者指的是全面管治權的最初來

源，是權力主體本身所固有的，它先於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產生。

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則不同，它不是其本身所固有

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具 體來說，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基本法授予的。之所以如此，仍是由我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所决定了

的。在單一制下，我國包括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本

身並不天然享有權力，它們的權力均來源於中央的授權，中央授予地

方多少權力，地方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既然是中央授予的權力，那它就具有明

顯的受權性特徵，是一種受權性權力，而非固有性權力。明確這一

點，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一方面，這種自

治權無論達到甚麼樣的高度，它都是有限度的，並非完全自治。高度

自治權的限度在哪裏？這完全要看基本法是怎麼規定的。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的行使不能超越基本法的規定，基本法沒有規定授予特別

行政區的權力，特別行政區不能自行創設。另一方面，這種自治權無

論達到甚麼樣的高度，它都是地方自治，並非不受監督。對特別行政

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依據基本法具有監督的權力。

三、基礎性權力和派生性權力的關係

從權力的順序來說，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與特別行政

區的高度自治權，是基礎性權力與派生性權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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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歷史遺留的香港和澳門問題，中國政府從國際、國內以及香

港和澳門的實際情况出發，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基本國策來

解决，以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國家在對香

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通過設立特別行政區，制定基本法，授權

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國家之所以可以並能够授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正是

以中央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為基礎的。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

度自治權，正是派生於中央全面管治權。試設想，如果中央對特別行

政區不擁有全面管治權，又怎麼可以授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呢？

因此，否定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

權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以香港基本法為例，其第2條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一規定充分表明，香港特別 行政

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就是中央授權。因此，中央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而不是分權的關係。

在國家法的用語上，授權和分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表達兩種不同的

權力關係。授權是將原來屬於自己的權力授予非權力主體行使。被授

權者原本無權，因授權始享有權力。分權則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權力

主體相互間將權力進行分割。在授權的概念下，被授權者應當按照授

權的規定行使權力，權力主體對於是否按照規定行使權力有監督權。

在分權概念下，兩個或兩個以上權力主體各自按照分權的規定獨立行

使權力；如果發生權力劃分的爭議，依照它們原來約定的辦法處理，

而不是以一方對另一方實行監督。在授權概念下，被授予者的權力以

授予的權力為限，未授予的權力理所當然地保留在權力主體手裏，因

此，沒有剩餘權力歸誰的問題。在分權概念下，除了明文規定分別屬

於各個權力主體的權力外，還有一個剩餘權力誰屬的問題需要處理。 4 
授權與分權的上述區別，清楚表明，任何機構或個人，要作出授權，

前提是他必須具有有關權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最高國家

4. 王叔文、吳建璠等編著：《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出版社，1994年，第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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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機關，它通過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前提就是中央對香港具有完全的管治

權。這本來就是單一制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應有之義。香港特別行

政區終審法院在解釋基本法時對此也是接受的。例如，1999年12月的

劉港榕案，終審法院判決認為，香港基本法第158條第一款規定的全國

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全面、不受限制的，香港基本法第158
條第二款、第三款授權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解釋基本法，也

表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種權力是全面和不受限制的。只有這樣，全

國人大常委會才能够授權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解釋基本法。 5

由此看來，中央授權特別行政區作出實行高度自治，賦予特別行

政區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正是以中央對特

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為基礎的。不僅如此，授權特別行政區實行

高度自治，同時也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的重要內容。

除此之外，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還包括了中央對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法直接行使的管治權，例如，管理與特別行政區有關的

外交事務、管理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等，以及對於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

治權具有監督的權力等。

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除上述三個方面的內

容外，還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從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構成看，它們

都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有機組成部份，共同構成國家對特別行政區的

管治權，都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

度自治必不可少的，二者之間既密切關聯、不可分割，又不可相互替

代、有層級之分，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特別行政區管治權概念。

5.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央有關部門發

言人及負責人關於基本法問題的談話和演講》，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年，第178頁。




